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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

【编者按】21 世纪以来，受西方文明史研究的影响，中国的文明史研究迅速热络起来。不仅
有一批西方文明史著作被翻译出版，中国学者自身编写的文明史著作也纷纷出版。不过从总体
来看，目前在文明史研究和写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西方的文明史书写范式。例如，将文明
发展的动因更多地归因于精神层面的因素，将文明发展阶段划分为更加中性的“古代、中古、近
代或现代”，文明史书写的内容还是以西方的发展史为主，等等。有鉴于此，如何书写具有中国
特色的文明史成为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本期圆桌会议邀请四位国内文明
史研究学者，就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各抒己见。同时，我们也期待更多学者就这一
问题发表观点。

大历史观视域下的文明史书写* ①

于 沛 ( 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催生了全球史的兴起，推动了含有全球史意蕴的人类

文明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在西方，除威尔·杜兰特的 11 卷《世界文明史》( 1935—1968 年) 外，皮
特·N. 斯特恩斯、威廉·H. 麦克尼尔、费尔南·布罗代尔等人，也都有世界文明史的研究性著作问
世。① 在中国，同样有多种文明史研究成果出版，②其中马克垚主编的三卷本《世界文明史》影响较
大。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不可避
免地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为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加强人类文明史研究
尤有必要，有论者提出文明史是“当代史学的首要课题”，③不无道理。

①

①

②

③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 世纪历史学和历史学家”( 项目编号: 19ZDA235) 的阶段性成果。
这些著作主要有爱德华·伯恩斯的《西方文明史》( 1941 年) 、威廉·H. 麦克尼尔的《西方文明史手册》( 1949 年) 、爱德
华·伯恩斯和菲利普·拉尔夫的《世界文明史》( 1955 年) 、威廉·H. 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 1963 年) 、费尔南·布
罗代尔的《文明史纲》( 1963 年) 、马文·佩里主编的《西方文明史》( 1986 年) 、斯特恩斯等的《全球文明史》( 1992 年) 、
菲利普·费尔南徳兹 －阿迈斯托的《文明》( 2001 年) 、斯特恩斯的《世界历史上的西方文明》( 2003 年) 等。这些著作大
多已有中文版。
这些著作主要是: 郭圣铭:《世界文明史纲要》，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 沈坚主编:《世界文明史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李世安主编:《世界文明史》，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0 年版; 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井卫华
等主编:《西方文明史概述》，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4 年版; 李穆文主编: 《世界文明史》，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张启安等主
编:《西方文明史》，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邓红风主编:《西方文明史》，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赵立行:《世界
文明史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周巩固主编:《世界文明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朱亚娥主编:《世界文明
史》，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7 年版，等等。
姜义华:《信史立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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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

一

“文明”这一概念的歧义性，决定了人们对“文明史研究”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的认识同样也会歧
义纷呈，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不过，这并不妨碍笔者对何谓文明和文明史研究给出一个基
本的说明，否则，所谓“大历史观视域下的文明史书写”便无从谈起。
首先，“文明史”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取得的一系列物质和精神文化成果的历史; 而非仅仅

是启蒙运动时期出现“文明”概念之后才有的一种历史。“文明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用于克服生存
问题的社会工具总和，包括经济方式、有影响力的社会关系、政治上的社交举止、移民体系结构、教
育体系，同时也包括宗教、价值体系和美学。总之，文明史是涵盖社会实践的一个非常广泛的概
念。”①西欧国家多以“文明国家”自居，认为欧洲文明才是人类真正的文明，欧洲标准就是世界标准。
这是以欧洲为中心剪裁人类历史的偏见，不过这一认识即使在西欧，现今也遭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

或摒弃。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米拉波、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较早使用“文明”概念，主要是指人、社

会和国家的进步状态。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文明”概念的广泛流行，不仅推动了“文明史”研究，而
且使其成为在历史研究中越来越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概念。萨缪尔·亨廷顿说: “人类的历史是文
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这一历史穿越了历代文明，从古代苏美尔文
明和埃及文明到古典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再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还穿越了中国文明和印度

文明的连续表现形式”;“在整个历史上，文明为人们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② 亨廷顿的观点在英语
和非英语国家都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代中国学者的主流观点认为: 文明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的、

制度的和精神的成果的总和。文明是社会历史进步和人类开化状态的基本标志”; ③是人类摆脱愚
昧，走向自身全面解放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的表达。有论者基于此提出:“文明史也就是世界
通史。过去的世界通史强调的是短时段的东西，政治事件、伟大人物，后来又加上了经济形势、文化
情况等比较稳定的东西。文明史不同于世界史，就是它所研究的单位是各个文明，是在历史长河中
各文明的流动、发展、变化。把文明作为研究单位，我们就要区别不同的文明，要划分文明的不同类
型。”④尽管如此，文明史和通史还是很难分开的，对文明史的研究，要采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所
有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文明”与人类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相联系，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标志，是

标示社会开化、社会进步的概念，是指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活动的全部成果。他们在《神圣家族》
( 1844 年) 、《共产党宣言》( 1848 年) 、《反杜林论》( 1878 年)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
年) 、《哥达纲领批判》( 1891 年) 等著作，以及一些书信中，对文明和文明时代、文明社会等都有精辟
论述。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核心，是强调“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⑤科学阐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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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郦红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 页。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 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 23 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6 页。
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上册，第 7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6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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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性和社会性，以及二者在文明生成和发展中内在的逻辑联系。这一观点在当代国际学术界得
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更多的人关注到“文明是人在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有一定目的的活动”，
文明是“历史和社会环境的产物”。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首要的观点，马克思

主义文明理论也如是。社会实践是文明生成、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文明”自生成之时起，就
有实际的社会内容，只有具体的有社会内容的文明，而没有抽象的超社会之外的文明; 文明时代是人

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 对文明的历史研究，直接关涉人类文明的现实和未来。这些对科学认识文
明和文明史，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近年，“大历史”在西方史坛盛行一时，西方史学家的大历史，是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结合为一
种单一且宏大的历史叙述。威廉·H. 麦克尼尔等西方史学家认为，这是一项可与牛顿的运动规
律和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相媲美的伟大成就，是“世界史许多目标的自然延伸”。② 大卫·克里斯
蒂安等史学家的各种大历史著作竞相问世，在传统的人类文明史研究中独树一帜，一些重要作品

已有中文译本。③ 大卫·克里斯蒂安等西方史学家的大历史( big history ) ，与美籍华人黄仁宇笔
下的大历史( macro-history) 不同，黄氏认为其“大历史”是相对于“micro- history”( 小历史) 而言，
更多地是强调用“中前左后右”的综合方法去观察历史，而对“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④ “必须
在长时间的范围内，综合考察决定历史走向的各种因素，通过分析和比较，来探究历史的真实

面目”。⑤

2014 年，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为大历史撰写了第一本高校使用的教材《大历史: 虚无与万
物之间》，明确提出“大历史考察的目的，不仅仅是人类甚或地球的过去，而是整个宇宙的过去。
阅读本书，教师和学生都会回溯一段旅程，它始于 138 亿年前的大爆炸和宇宙出现。大历史吸收
了宇宙学、地球和生命科学、人类史的成果，并且把它们组合成关于宇宙以及我们在其中之位置
的普遍性历史叙事。”⑥这本教材提出历史叙述的新框架，即从宇宙大爆炸到互联网时代的 138 亿
年的历史框架，强调“大历史的八大门槛”。“门槛”( threshold) ，是“复杂性渐强”的门槛，即大历史
演进过程中的“八大突破”，依次是: 大爆炸，宇宙的起源; 星系和恒星的起源; 新化学元素的创造;
太阳和太阳系的出现; 地球上生命的出现; 智人的出现; 农业和农业革命; 通向现代性的突破，现代

世界。
在一些西方史学家看来，20 世纪中期以后，“大历史”理论的提出和多种著作的问世，表明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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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利洛夫:《文明的对话》，马细谱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 页。
大卫·克里斯蒂安等:《大历史: 虚无与万物之间》，刘耀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年版，第 3 页。
近年译成中文的英语著作主要有，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 大历史，130 亿年前至今》，晏可佳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7 年
版; 大卫·克里斯蒂安等:《大历史: 虚无与万物之间》; 大卫·克里斯蒂安: 《起源: 万物大历史》，孙岳译，中信出版集团 2019 年
版; 大卫·克里斯蒂安:《简明大历史》，杨长云译，中信出版集团 2019 版; 弗雷德·斯皮尔: 《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孙岳译，中
信出版集团 2019 年版; 大卫·克里斯蒂安:《大历史: 从宇宙大爆炸到我们人类的未来》，徐彬等译，中信出版集团 2019 年版。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放宽历史的视界》( 增订纪念本) ，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224 页。
倪端:《历史的主角: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新世界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 页。
大卫·克里斯蒂安等:《大历史: 虚无与万物之间》，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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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的革命性时刻”的到来。① 当人们思考这一“革命性时刻”何以到来时，自然会重温斯塔
夫里阿诺斯的“新世界需要新史学”这一命题。他说: “20 世纪 60 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
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 世纪 90 年代以及 21 世纪的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60
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 90 年代的新世界……是‘科技的神奇影响
力’的结果。科技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②21 世纪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如今科技不仅仅
“渗透”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正在加快重塑世界。“今天人类还处于旧日文明崩解之时，新的
价值体系亟待构建。科技文明代替了过去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一个新的文明，以人为本，以知
识为用。”科技文明是“正在开展的文明”，③将极大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世界的未来产生深
远影响。
中国“五千年连绵不断伟大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重叠”，是一个“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

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中国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
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做出原创性的贡献”。④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
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一个
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⑤当
代中国历史科学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立足中国、关怀人类; 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时代风云
的内在关联中，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的辩证结合中，探究历史规律的“大历史观”应运
而生。
这样的“大历史观”，与大卫·克里斯蒂安、黄仁宇等人的“大历史”截然不同。如果说马克思主

义历史观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辩证统一，“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
的概括”，⑥它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么，“大历史观”则是以
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无论“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还是从中得出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都
赋予其时代的、民族的和学科发展的新内容，而不仅仅是历史认识领域时空的扩大或延长。从这个
意义上可以说，“大历史观”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时俱进的新的增长点。它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为理论指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统领下，广泛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外国史学
( 包括“大历史”等在内的西方史学) 的积极成果，使之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成长为构建中国历
史学“三大体系”的核心内容。

三

“大历史观”是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具体内容之一，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强调它是社会存
在的反映; 而不是从直观反映论出发，认为它是所谓“客观历史”的直观反映。马克思说:“从前的一
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 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

7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大卫·克里斯蒂安等:《大历史: 虚无与万物之间》，第 2 页。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册，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18 页。
许倬云:《历史大脉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14—415 页。
张维为:《中国超越》，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2—113 页。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8 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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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

解。”①大历史观把客体“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而不是超然于主体之外的“纯粹”的
客体，这将充分实现认识主体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历史认识的过程，是认识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观
念的反映关系。历史认识不是一成不变地再现历史、机械地重构历史，而是主体对客体辩证的能动
的反映。”②这在文明史研究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20、21 世纪之交，美国史学家皮特·N. 斯特恩斯等人在编撰自新石器时代到 20 世纪末的
《全球文明史》时，提出其任务是“力求完成一部真正的，讨论这个世界主要文明的演进和发
展……的世界史”，使人们懂得“为现实而研究过去”，以“帮助他们为迎接未来的挑战做好准
备”。③ 这大体反映了二战后，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各
国对文明史研究提出新的诉求。这个过程与全球史的兴起大体同步。然而，由于历史观、人生
观，以及历史认识价值判断标准的差异，全球文明史研究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结论往往大相

径庭。
世界上从来没有统一的文明史书写标准。中国学者在“大历史观”视域下的文明史书写，建立在

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基础上。这正如习近平所指出: 文明是多彩的，“人类在漫长
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构
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 文明是平等的，“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
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
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 文明是包容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
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④ 这些对于“大历史观”视域下文明史的书写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指
导意义。
首先，人类文明丰富多彩、平等包容，其历史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发展性的辩证统一，表明它的

“历史—现实—未来”，是一个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大”的有机整体; 作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规律的内容之一，这一有机体同样存在着内在的规律性运动。“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
无限的未来都是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⑤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毋庸讳言，我们的文明史研究要从“现在”出发，不脱离对
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思考; 对现实思考的深度，决定了历史认识可以达到的深度，没有现实因素的历

史认识，是不完整的历史认识。坚持“历史—现实—未来”的辩证统一，是实现文明史研究科学功
能和社会功能的必然途径。其次，基于“大历史观”的文明史书写，要自觉坚持历史认识主体的科
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这直接决定历史认识主体意识的实现程度。科学性、时代性和
民族性结合得愈加完美，历史认识的主体意识也将实现得愈加充分。这对彻底摒弃文明史研究中
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客观主义”等错误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让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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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火热生活中书写文明史，创造人类平等相待、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命运
与共的新历史!

文明史研究的中国视野* ①

朱孝远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文明史编撰，要有中国视野和中国特色。中国视野就是用中国人的眼光看世界; 中国特色，则是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运用中国史学编纂的传统和方法，对世界各国的文明史进行研究和阐

释。世界各地的学者都编纂文明史，也各具特色。中国学者背靠深厚的中国文化研究文明史，凭借
的是中国的观察角度、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历史研究方法和中国的人文关怀传统。

一

15、16 世纪，欧洲发生了一件大事，即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从西方人的眼光看，首先看到了近代
国家与中世纪封建国家的差异。他们认为，近代国家具有主权、领土完整，官僚机器、常备军、议会，
英国、法国等一些国家，结束了封建割据，获得了全国性的政治统一。中国的学者在思考这个问题
时，以为上述诸种特点，如主权、领土完整、官僚机器、常备军等，在中国秦汉时期就已经具备，很明
显，那个时期的中国断然不是近代国家。从中国的角度去思考，就能够认识到仅从国家结构完善上
来论述国家的近代性是不充分的。欧洲的近代国家与封建制度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
有关，也与民众政治参与的程度有关。从“民”这条思路去理解，就有民意、民生、民权，近代国家对此
加以尊重并予以维护。民族国家，当然还要有对大民族的文化认同。所有的士瓦本人、法兰克尼亚
人、巴伐利亚人，都认为自己是德意志人，这就是民族的文化认同。同样，还要有近代民族文化兴起，
那是知识精英( 如莎士比亚) 创作、国家支持、符合民意的文化。所以，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问题
上，中国学者至少可以加上几条: 资本主义的发展; 工商业的发展; 近代民族文化的形成; 大的民族文

化认同; 人民参与政治程度增强; 政治合法性上摆脱血缘和神授，转向维护民众和公共利益。这些内
容综合起来，对近代民族国家的阐释就比较完整了。
在西方国家出版的文明史著作中，我们经常看到整合和张力这两个概念。中国学者对它们比较

陌生，在写中华文明史时，似乎用不到这两个概念。往浅处想，这与西方文明的替代性演进方式有
关。西方文明的发展常常是替代性的，发展过头了，需要矫枉过正，所以需要整合。例如，希腊是一
种样子，罗马是另外一种样子，日耳曼人的王国又与前两者相当不同，后来，又出现了中世纪的神的

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时代和工业革命后的物的时代。西方文明的这种发展方式，与中国文明
循序渐进的演进方式是相当不同的。
中国文明的发展，连续性成分居多。每分每秒都在调整，但是，基本的结构、框架变动并没有欧

洲那样剧烈。欧洲文明与此不同，文明的演进分成几个步骤: 首先是文明的稳定阶段，不久进入争论
阶段，出现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再接着，出现了实验阶段，大家发表观点，互相争论，落到实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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